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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配對樣本的方式，探討廣告公司創意部門主管的正向及負

向心情感染對廣告設計人員創新行為的影響路徑，經由 LISREL 進行路徑分

析，研究結果證實：(1)主管正向心情感染會透過敬業貢獻度正向影響創新

行為；(2)主管負向心情感染會降低敬業貢獻度進而對創新行為造成負面影

響；(3)主管負向心情感染會提升工作倦怠但不會對創新行為造成顯著影

響，本文中亦同時針對研究結果的理論意涵及管理意涵進行討論。 

關鍵詞：心情感染、敬業貢獻度、工作倦怠、創新行為 

1、緒論 

中小型廣告公司占了台灣廣告產業的絕大部分，中小型規模的廣告公

司中員工數較少，主管與員工的互動次數也就相對的增加，也因此主管所

表現的心情容易被員工察覺，因而有心情感染的情形產生。心情感染係一

種機制，人們會經由觀察他人公開表達的心情而使心情狀態趨於一致。因

此，當主管展現出正向或負向心情時，員工會模仿主管所表達的心情，因

而產生心情感染的情形(Neumann & Strack, 2000)。然而，心情是一種普遍存

在的情感狀態且能夠對人們的認知與行為產生調節效果(Schwarz, 2002)，因

此人們必頇要透過他們所感受到的心情來提供資訊，藉此有效的適應所處

環境，並對自身的行為思考模式與行為作調整。 

Amabile(1996)指出，員工的創意對組織的成功有重要的貢獻。所以對

廣告設計人才來說，創新行為的展現是相當重要的。然而在工作上，主管

所表現的心情會影響到員工的感覺、思考與行動(Goleman, Boyatzis, & 

Mckee, 2001)，George 與 Zhou(2007)也指出心情為決定人們願意為工作付出

多少心力的關鍵因素，因此主管心情感染可能會對員工的敬業貢獻度與工

作倦怠的影響，並更進一步對創新行為產生影響。 

先前有關心情感染方面的研究，僅有少數研究探討主管心情表現對員

工心情感受的影響(Bono & Ilies, 2006;Sy, Côté, & Saavedra, 2005)。然而，主

管之正向或負向心情表現對組織創造力、團隊合作 (George & Zho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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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影響。但在過去研究中，學者多針對正向心情感染進行研究，而

負向心情感染是否對員工行為造成影響則不得而知(Bono & Ilies, 2006; Sy, 

Côté, & Saavedra, 2005)，Bono 與 Ilies(2006)的研究也未將員工的心情與其

結果變項，例如工作績效與創新行為等連結，然而，過去的研究卻已指出

正向與負向的心情會同時存在(Scherer & Tannenbaum, 1986)。 

綜上所述，應該同時將主管正向與負向心情感染對組織結果變項之影

響納入探討。Quinn(2005)的研究中指出當員工擁有敬業貢獻度時等於有高

績效表現，但過去的研究通常是針對個人或情境因素對創新行為的影響，

如個人特質、工作自主性等(Florida, 2002)，而卻少有研究從心理狀態變項，

如敬業貢獻度與工作倦怠來探討創新行為，所以心情感染與敬業貢獻度、

工作倦怠的關係並不明確。因此，本研究將由主管心情感染探討員工敬業

貢獻度、工作倦怠與創新行為之關係。整體而言，本研究經由以下兩種方

式，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1)過去針對心情感染的研究多從正向角度切入，

但負向心情感染是否會對員工行為造成影響則不得而知，因此本研究同時

從正向與負向心情感染來探討對員工創新行為之影響路徑；(2)主管正向/負

向心情感染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路徑不不明確，故本研究將探討主管正

向/負向心情感染是否會提高員工的敬業貢獻度或降低工作倦怠，進而對創

新行為產生影響。 

2.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2.1 心情感染相關理論探討 

根據 Neumann 與 Strack(2000)的定義，心情感染係一種機制，人們會經

由觀察他人公開表達的心情而使心情狀態趨於一致。而心情感染分為兩階

段，在第一階段當中，人們會在非故意的情況下去模仿其他人所表達的心

情。第二階段則是從模仿他人的表情、聲音與動作最後達到心情感染。而

Hatfield, Cacioppo 與 Rapson (1994)認為人們會有自動模仿與同步化他人的

表情、發聲、姿勢與動作的傾向，最後會與他人的心情趨於一致。許多學

者認為心情感染是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類型的一種(Barsade, 2002；

Levy & Nail, 1993)。因此當他人透過肢體語言、聲調、表情來表達個人之正

向或負向心情時，個人會受到他人心情影響而產生正向或負向心情感染。 

過去，在工作上心情感染的研究主要著重在服務人員的心情表現對顧

客心情之影響(Söderlund & Rosengren, 2007)。僅有少數為針對主管心情感染

對員工心情之影響(Bono & Ilies, 2006；Sy, Côté, & Saavedra, 2005)。然而

Goleman, Boyatzis 與 Mckee(2001)提到，了解主管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主管的心情可能會影響到員工的感覺、思考與行動。Fredrickson(2003)也

指出在組織當中，主管所表達的心情會因為他們所處的權力地位特別而容

易傳染給部屬。Larsen 與 Diener(1992)的研究發現，主管會利用正負向情感

來影響員工。因此主管之正向或負向情感表現對於組織有重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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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 Zhou, 2007；Sy, Côté, & Saavedra, 2005)。 

為了要對員工工作態度與組織行為有更深入的了解，將情感構面納入

研究當中是必要的(Ashforth & Humphrey, 1995)。Anderson, Keltner 與 John 

(2003)在一項情感趨同(emotional convergence)的研究當中研究夥伴間相互

關係，發現擁有高權力的夥伴會影響低權力夥伴的心情，由此可知，擁有

較多的權力主管，會將心情傳染給員工。此外，領導理論也指出，主管正

向心情表現會產生激勵效果(Conger & Kanungo, 1988)，而表現負向心情時

則會對員工的心情狀態產生負向影響，使得員工對主管有不好的知覺。而

當員工知覺到主管的心情表現時，其心情會藉由感染的方式而受影響

(Hatfield et al., 1994)。Sy, Côté與 Saavedra(2005)也認為主管的心情會影響

到其他團隊成員，因為主管公開表現心情時會影響到團隊成員的情感、認

知與行為。因此心情感染是一種機制，會經由觀察他人公開表達的心情而

使情感狀態趨於一致(Neumann & Strack, 2000)。 

Hatfield 等人(1994)提出當個人對其他人表現自己的心情時，則最有可

能會將他們的心情傳達給他人。而當個人注意到他人所展現的心情或是能

夠去解讀他人的心情時，則容易捕捉到他人的心情而受到心情感染。而正

因為主管在組織當中權力，所以主管在組織當中有相當多的機會來傳達自

己的心情。此外，員工也因為更依賴主管，所以更會去注意到主管心情(Sy, 

Côté,& Saavedra, 2005)。因此，主管與員工所扮演的角色分別為心情的傳達

者與接受者。綜合上述，本研究推論主管展現正向心情時，會使員工有正

向的心情感受，因此產生正向心情感染；而當主管展現負向心情時，則是

會使員工有負向的心情感受，造成負向之心情感染產生。 

 

2.2 敬業貢獻度為主管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的中介變項 

Schaufeli 與 Bakker(2004)。將敬業貢獻度定義為「一種正向、自我實現

與工作相關的心理狀態，分為活力、奉獻與專注三構面」活力表示在工作

時具有高度能量，願意為工作付出心力，遇到困難時能堅持；而奉獻指感

知到工作的重要性，願意接受挑戰且對工作有熱忱；至於專注則為個人完

全樂於投入工作，因投入工作而感到時間飛快，且不易受到身邊事物影響。 

在推導主管心情影響員工敬業貢獻度方面，研究顯示，主管會透過不

同的情感表達方式來影響其員工。例如，領導者如能了解自身的心情，更

能與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此時，領導者會有令人信賴的行為產生，進而

促進員工的、信任感與幸福感(Ilies, Morgeson, & Nahrgang, 2005)。從領導者

情緒智力的研究當中也發現，當主管擁有高情緒智力時，就有能力維持正

向心情，並能促進主管與員工的關係，甚至讓員工承諾透過創新行為來提

升其工作績效(Rego et al., 2007)。 

在推導員工正向心情與敬業貢獻度方面，敬業貢獻度已被證實可以用

來預測工作能力、承諾等(Schaufeli & Bakker, 2004)。Ashkanasy, Zerbe,與

Hartel (2002a, b)認為工作時若感受到正向心情則會產生正向結果，如提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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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為、增加工作滿意度、降低離職率等，而且當員工擁有高正向情感時，

會感受到熱情、充滿能量以及興奮，因此他們會感受到幸福感並且認為自

己有能力致力於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與達成工作目標。  

由 Russell 與 Carroll(1999)研究可知，當員工處於心情穩定與愉快的狀

態，會有較高的敬業貢獻度。Schaufeli 與 Bakker(2004)同時分析四個不同的

職業，結果確認工作資源(如社會、主管支持)為敬業貢獻度最重要之預測因

子。因此，主管適時的給予員工情感上支持，將會提高員工敬業貢獻度，

此外主管的正向心情表現會產生激勵的效果(Conger & Kanungo, 1988)。因

此，當員工從主管身上感受到情感性社會支持時，會降低其工作倦怠，同

時，他們旺盛的精力與愉悅之心情，也會讓他們感受到較少的工作倦怠。 

根據 Scott 與 Bruce(1994)的定義，員工創新行為係指員工被認為有複雜

的創新行為傾向，會利用產生、推廣與實現創意等方法來達到組織目標。

雖然員工的幸福感已經受到人力資源學者與組織心理學家的關注，並且也

了解到創新行為是必頇要透過培育來產生的(Florida, 2002)。現代工作的特

性之一就是要求能夠獨立決策並且有創新的運用本身之知識，企業也逐漸

的依賴創意員工之能力來發展新創意。創新行為的展現除了要有能力同時

也必頇具備創新之意願，而且只要具備一般以上之智力、認知能力、任務

相關知識與擁有技能之員工，便能展現創意(Taggar, 2002)。但除了知識與技

能之外，創新行為之展現需要內在動機與某種程度的驅力，如此一來才能

在面對挑戰時推動員工展現其創新能力(Shalley & Gilson, 2004)。在複雜與

模糊的情境之下，創新行為大部分是除了正式的工作任務之外，員工在特

定的情境下與遭遇問題時自發性的產生。因此組織也愈來愈依賴員工樂意

與自願所付出的努力，來找出具創意與創新的解決方案(Ramamoorthy et al., 

2005) 。 

在推導員工正向心情對創新行為的影響方面，Ashkanasy, Zerbe與Hartel 

(2002)認為，在工作時若感受到正向心情則會產生正向的結果，如提升創新

行為。也有學者指出，正向情感會改變我們的思考模式，並且在工作上產

生快樂且具有玩興的工作方式(Schwarz & Bohner, 1996)，此外，Isen(1999)

也指出正向的情感會引導出更複雜、具彈性的思考方式，可以讓創意變成

可實現的，因此當員工擁有正向心情感受時，將可以提升其創新行為。而

Gasper(2004)也指出，當工作團隊處於正向心情狀態時，會在短時間內產生

更多的新點子並完成任務，且工作團隊處於正向情感狀態時的績效也較

好。因此，當人們處於正向情感狀態時，會更有效整合技能與資源來完成

創新的任務。 

Huhtala 與 Parzefall(2007)提到，敬業貢獻度之概念與創新行為特別有相

關性。當組織提供的工作資源較高時，員工對工作抱持正向態度，並致力

於對組織有益的活動(Organ, 1988)。Eisenberger(2005)等人的研究也指出，

藉由創造正向的心情可讓員工致力於角色外績效。換句話說，假如員工在

工作上能感受到適當程度的挑戰性並使其能夠完全發揮能力，會使其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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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向心情。此外，與敬業貢獻度相似之概念，Csikszentmihalyi(1991)在心

流(flow)的研究當中也發現當員工獲得的快樂達到高峰時，也會對原創性產

生正向影響，而這也是展現創新行為之必要條件(Anderson, De Dreu, & 

Nijstad, 2004)。因此，敬業貢獻度是正向情感認知，同時也是創新行為之前

因變項。 

在推導負向心情感染對敬業貢獻度的影響方面，由情感事件理論可

知，當情感事件發生時，會對個人的態度與行為造成影響 (Weiss & 

Cropanzano, 1996)。因此，當主管表現出負向心情時，會因為心情感染而使

員工感受到負向心情，而 George 與 Zhou(2007)指出當員工處於負向心情時

會對工作一絲不苟且對環境相當敏銳，因此會促使員工去發展新奇且有用

的新點子，此外，負向心情對員工來說也是一種信號，代表他們所處的環

境或工作任務有問題存在，必頇要作改善，因此會促使員工快速的做出改

變並刺激創新行為的產生，此時正向心情反而會妨礙創新行為的產生。

Kaufmann 與 Vosburg(1977)的研究也指出，當人們處於負向心情時用創意來

解決問題的能力會優於處於正向心情，且當人們處於負向心情時，會利用

創新能力盡力的去找出最適解來解決問題，因此，當主管負向心情感染發

生時，員工會開始去找出工作任務上的問題，並利用自身的創新行為去找

出最適解來解決工作上的任務。 

綜觀以上文獻，當主管展現出正向心情時，會對員工產生激勵與鼓舞

人心的效果，使得員工感受到主管所展現的正向心情，進而投入到工作中

產生高敬業貢獻度。此外，員工擁有高正向情感時，會覺得精力旺盛，同

時感受到正向心情。因此，高正向情感的個人會比低正向情感的個人更可

能去尋找社會支持，此時他們旺盛的精力與愉悅之心情，會提升其敬業貢

獻度，因此促使員工致力於創新行為產生。此外，當負向心情感染產生時，

則是會促使員工盡力的去找出工作任務的問題所在，所以會提昇競業貢獻

度進而提升其創新行為。因此，本研究推導出以下研究假設： 

H1：敬業貢獻度為主管正、負向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的中介變項。 

H1-1：主管正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正向心情感受提高敬業貢獻度的

產生。 

H1-2：員工正向心情感受會透過敬業貢獻度提高創新行為的產生。 

H1-3：主管負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負向心情感受提高敬業貢獻度的

產生。 

H1-4：員工負向心情感受會透過敬業貢獻度提高創新行為的產生。 

 

2.3 工作倦怠為主管負向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的中介變項 

工作倦怠係指長期之下對人際與工作壓力所產生的反應，可以視為心

理負向感受與工作壓力結果之延伸。研究發現在許多職業的員工身上都會

發現工作倦怠之蹤影 (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 2002; Schaufeli & 

Enzmann, 1998)。在工作態度相關文獻當中，過去研究工作倦怠之貣因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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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工作情境，而少有研究認為個人差異對於工作倦怠之影響是重要

的。近年來，在性格分類系統(dis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s)興貣之後使

得學者開始考慮到個人差異因素對工作倦怠之影響(Zellars, Perrewe ,́ & 

Hochwarter, 2000)。工作倦怠主要分為三個構面，情緒耗竭為工作倦怠之核

心，意指個人缺乏能量以及個人之心情資源已被耗盡(Cordes & Doughtery, 

1993)；再者，乏人性化係指與員工採用冷漠、負面的方式與人互動；最後

個人成就感低落則是一種負面的自我評估，認為其與人互動與執行任務之

能力低落。 

Schaufeli 等學者(1996)所發展的 MBI-General Survey(MBI-GS)量表，使

得工作工倦原量表從著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調整為著重於人與工作間之

關係。其中，第一個構面為耗竭，係指工作疲倦程度，亦即工作資源耗盡，

導致精力喪失而產生的身心疲倦，致使無法應付工作要求的狀況；第二個

構面為情感疏離，係指反映於工作上漠不關心、冷漠的程度；最後一個構

面為專業效能低落，表示工作者成就之滿意程度。而 Bakker, Demerouti 與

Schaufeli(2005)的研究中則將工作倦怠中的第三構面「專業效能」剔除，縮

減為兩個構面，如此一來便可更加精確的衡量出員工工作倦怠的概念，故

本研究採用兩個核心構面來衡量工作倦怠。 

在推導主管負向心情影響員工工作倦怠方面，許多研究已證實心情感

染與工作倦怠間之關係(Bakker, et al., 2001；Miller et al., 1995) ，這些研究

結果發現，當心情感染發生時，人們會有情緒耗竭的傾向發生且隨著時間

的演進，他們會覺得對工作不滿意以及無法對工作做出承諾。此外，由 Weiss

與 Cropanzano(1996)所提出的情感事件理論(Affective events theory)指出，當

情感事件發生時，會對個人的態度與行為造成影響，且工作態度與行為會

受心情與過往的經驗所影響。此外，當主管自我控制低時，則容易對員工

採取責備的行為，此時會將員工的建議視為對自身的攻擊，因此不願採納

員工的意見，最後導致員工對主管的不信任，員工也會害怕提出有創新的

方法來解決問題或創造機會(Prati et al., 2003)。因此，當主管表達負向心情

時，會提高員工工作倦怠。 

當員工在工作上經歷到耗竭時，會產生易怒、挫折等情緒反應(Maslach 

& Jackson, 1984)，由於情緒耗竭是一種壓力的反應，因此大多數工作相關

理論的研究都認為，當人們處在壓力下，正向與負向情感會影響人們對壓

力之調適，進而降低或增加情緒耗竭（Zellars et al., 2000)。而在隨後的研究

當中，Iverson 等學者(1998)在研究健康照護員工之樣本時，更加確定負向

情感與情緒耗竭間之關係。 

人們會採用逃避或防禦策略來減輕壓力或逃避緊張(Carver, Scheier, 

&Weintraub, 1989)。工作倦怠中的乏人性化指出員工會採用冷漠、負面的方

式與人互動，為了要避免隨之產生的壓力與緊張，員工會在心情上展現出

麻木不仁的態度，並且對同事、顧客與組織展現出懷疑的態度(Cordes & 

Dougherty, 1993)。此外，擁有高負向情感之個人有經歷缺乏人性化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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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 與 Hubbard(1996)的研究指出，當個人處於負向情感狀態時會努力的

將自己與壓力源隔離以及否定自己，因此擁有負向情感之個人通常會採用

乏個人化來作為其因應機制，最後導致情緒耗竭情況產生。 

當員工在工作上經歷到耗竭時，情感上會產生易怒、挫折等情緒反應

(Maslach & Jackson, 1984)，大多數工作相關理論的研究都認為當人們處在

壓力之下，負向情感會影響人們對壓力之調適，進而增加情緒耗竭（Zellars 

et al., 2000)。且先前之研究已證明，擁有高負向情感之員工會比低負向情感

員工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壓力(Cordes & Doughtery, 1993)。因此，擁有高負向

情感之個人無法將其注意力從工作環境中之負面因子移開，因此會感受到

愈高之壓力而造成情緒耗竭。Schaufeli 等人(2001)的研究也指出，高工作倦

怠的員工有高負向情感與低正向情感的特色。由上述可知，員工的負向心

情感受將會造成工作倦怠。 

儘管適當程度的壓力會驅動員工有優秀表現，但在長期的工作要求之

下，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必定會對員工創造力與創新行為造成負面影響

(Amabile, Hadley, & Kramer, 2002)。且工作上所產生的情感與認知需求，如

角色衝突、工作超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導致工作壓力的產生，而當持續的

處於壓力之下時，工作壓力就會轉變為工作倦怠(Maslach & Leiter, 1997; 

Hakanen, 2006)。其他學者也認為工作倦怠會導致員工在心情上與認知上抽

離其工作，最後導致員工想逃離工作與目標，最後影響到工作績效(Bakker, 

Demerouti & Verbeke, 2004)。 

工作相關之壓力被認為會在高工作要求情況下產生，當員工經歷工作

倦怠時很可能會對工作漠不關心，並且費力的完成其正式工作職責(Bakker, 

Demerouti, & Verbeke, 2004)。最後，他們不但不願意甚至沒有能力創新以

及付出平時所額外投入的努力。所以，當工作要求不斷的持續增加時，會

使得員工感受到情緒耗竭，並且對其創新行為有負向影響。此外，雖然工

作上適度的刺激會推動員工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長期過度面臨挑戰下，亦

會轉變為工作要求，最後導致情緒耗竭並妨礙創新行為之產生。 

本研究推論當主管有負向心情表現時，會經由心情感染造成工作倦

怠，而員工負向心情感受將會透過工作倦怠的工作效果，引貣負向創新行

為，故得到研究假設： 

H2：工作倦怠為主管負向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的中介變項。 

H2-1：主管負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負向心情感受提升工作倦怠的產

生。 

H2-2：員工負向心情感受會透過工作倦怠降低創新行為的產生。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廣告公司的創意部門為問卷發放對象，以隨機抽樣的方式並

以創意部門主管及其創意人才為配對樣本，以一位主管搭配一至三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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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發放問卷，共發出 122 份主管問卷與 330 份員工問卷，實際回收樣

本數為 62 份主管問卷與 142 員工問卷。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為主要之衡量工具，針對研究架構之各變項依序為：「主

管心情表現」、「員工心情感受」、「敬業貢獻度」、「工作倦怠」、「創新行為」。

員工填答以下項目：「員工心情感受」、「敬業貢獻度」、「工作倦怠」；主管

填答的部分則為：「主管心情表現」、「創新行為」。本小節將針對研究量表

進行說明： 

主管正負向心情表現：本研究採用 Watson, Clark 與 Tellegen(1998)所發

展的 PANAS 來量表測量主管之正向與負向心情。PA 部分共 10 題測量來正

向心情，NA 部分共 10 題測量主管負向心情，以 Likert 五點尺度計分(1=非

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且為了確認所量測到的為正向心情而非個人特

質，因此要求主管針對過去一週在工作上的感受作填答(George & Zhou, 

2002)。主管正、負向心情表現的潛在因素之組成信度分別為.85 與.89，顯

示具有內部一致性，表示此構面模式與實證資料的適合度可被接受。 

員工正負向心情感受：本研究採用 Watson, Clark 與 Tellegen(1998)所

發展的 PANAS 來量表測量員工之正向心情感受。以 Likert 五點尺度計分(1=

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且為了確認所量測到的為正向心情而非個人特

質，因此要求員工針對過去一週在工作上的心情感受作填答(George & Zhou, 

2002)。員工正負向心情感受之組成信度分別為.86 與.89，顯示具有內部一

致性。 

敬業貢獻度：本研究採用 Schaufeli 等人(2002)發展的 UWES 量表來測

量敬業貢獻度，該量表包含了活力 (vigor)、奉獻 (dedication)、與專注

(absorption)三構面。而本研究採用工作倦怠兩核心構面的相對構面(活力與

奉獻)來衡量敬業貢獻度(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 2005)。其中 6 題測

量活力，5 題測量奉獻，共計 11 題，以 Likert 七點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活力與奉獻的潛在因素之組成信度分別為.88 與.93，顯示具

有內部一致性。 

工作倦怠：本研究採用 Schaufeli 等學者(1996)所發展之 MBI-GS 量表

來測量員工之工作倦怠。而 Bakker, Demerouti 與 Schaufeli(2005)將專業效能

此構面剔除，如此一來將能更精確的衡量出工作倦怠。其中 5 題測量耗竭，

4 題測量情感疏離，共計 9 題，以 Likert 七點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情緒耗竭與情感疏離的潛在因素之組成信度分別為.86 與.83。 

創新行為：採用 Scott 與 Bruce(1994)所發展之量表來測量員工之創新行

為，由主管衡量員工之創新行為，共計 6 題，以 Likert 五點尺度計分(1=非

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分數愈高代表創新行為程度愈高，本量表信度值

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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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本研究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細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1.主管正向心情表現 3.60 .48       

2.主管負向心情表現 2.46 .69 -.25**       

3.員工正向心情感受 3.26 .54 .09 -.21*     

4.員工負向心情感受 2.39 .67 -.05  .20* -.18*    

5.敬業貢獻度 4.92 .92 .08  -.23** .48** -.23**   

6.工作倦怠 3.80 .98 -.15  .31** -.30** .32** -.63**  

7.創新行為 3.40 .65 .32** -.07 .12 -.06 .20** -.08 

*p<.05；**p<.01 

 

4.1 心情感染整體模式檢驗 

本研究採用 LISREL8.7 版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以驗證本研究中各

研究假設。本研究之理論模式適配度，經由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後，模

式路徑圖如圖 1 所示。 

 

 

 

 

 

 

本研究整體模式適配值如下：χ
2
 ＝ 446.08、df ＝ 201、χ

2
 / df＝2.22、 

CFI ＝ .87、NFI ＝ .80， RMSEA ＝ .09 顯示指標適配度尚在可接受的

範圍內，因此本研究之整體模型應可被接受。 

 

4.2 敬業貢獻度為主管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之中介變項 

主管正向心情表現對員工正向心情感受的直接效果為.21，達 p<.05 的

顯著水準，因此主管之正向心情表現會對員工心情造成正向影響。而員工

正向心情感受對敬業貢獻度的直接效果為.57，達 p<.001 的顯著水準，顯示

兩條路徑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因此主管正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正

向心情感受影響影響員工的敬業貢獻度，故假設 H1-1 獲得支持。此外，敬

業貢獻度對創新行為的直接效果為.25，達 p<.05 的顯著水準，因此員工正

創新行為 

圖 1. 心情感染整體模式 

主管正向 
心情表現 

敬業貢獻度 

工作倦怠 

. 21 * 

.25** 

.57*** 

- . 2 2 * 

.39*** 

.03 

. 25 * 

員工正向 
心情感受 

主管負向 
心情表現 

員工負向 
心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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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情感受會透過敬業貢獻度影響創新行為，故假設 H1-2 獲得支持。故主

管正向心情表現會對員工正向心情感受與敬業貢獻度對創新行為造成正向

影響。 

此外，在負向心情感染透過敬業貢獻度影響創新行為方面，主管負向

心情表現對員工負向心情感受的直接效果為.25，達 p<.01 的顯著水準，因

此主管負向心情表現會感染到員工而造成員工的負向心情感受。而員工負

向心情感受對敬業貢獻度的直接效果為-.22，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因此

主管負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負向心情感受而對敬業貢獻度造成負向影

響，故假設 H1-3 獲得支持。且敬業貢獻度對創新行為的直接效果為.25，達

p<.05 的顯著水準，因此負向的心情感染會對員工的敬業貢獻度造成負向影

響，進而對員工的創新行為產生負面影響，故假設 H1-4 獲得支持。 

綜合上述，正向心情感染與敬業貢獻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且敬業貢

獻度與創新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透過敬業貢獻度的間接效果，

主管正向心情感染會與創新行為產生正向關係，反之，負向心情感染與敬

業貢獻度有顯著的負向相關，且會對創新行為造成顯著的影響。 

 

4.3 工作倦怠為主管負向心情感染對創新行為影響之中介變項 

在假設二的部份，主管負向心情表現對員工負向心情感受的直接效果

為.25，達 p<.001 的顯著水準，而員工負向心情感受對於工作倦怠的直接效

果為.39，達到 p<.001 的顯著水準，因此主管負向心情表現會透過員工負向

心情感受影響工作倦怠，故假設 H2-1 獲得支持。然而，工作倦怠對創新行

為的直接效果為.03 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員工負向心情感受並不會透過

工作倦怠影響創新行為，故假設 H2-2 並未獲得支持。故可得知負向心情感

染確實會對員工的工作倦怠造成影響，但並不會對員工的創新行為有顯著

影響。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與討論 

首先，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正向心情感染與敬業貢獻度有顯著

的正向關係，且敬業貢獻度與創新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透過敬

業貢獻度的間接效果，主管正向心情感染會與創新行為產生正向關係。

Schoormanb 與 Tan(2000)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當主管對於自身的情感能夠

高度的自我控制且減少對員工的責罵時，則員工會願意提出更多的創新點

子而不用害怕遭受主管的責罵或批評，此時員工會感受到較好的工作氛

圍，因此會樂於投入到工作當中，進而提升其競業貢獻度。且當主管擁有

高的情緒智力時，就有能力使自己保持在正向的心情，此時就能有效的將

正向心情感染給員工，促使主管與員工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甚至能讓員

工在工作上感到能自由發揮，因此會對自己的工作有所承諾而透過創新行

為的發揮來提升其工作績效(Rego et al, 2007)。此外，Ashkanasy 等人(2002)

也認為當員工在工作時若有正向的心情感受，會對工作結果有正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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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如創新行為的提升、增加工作滿意度、降低離職率以及產生助人行為

等。因此當員工處於正向的心情狀態時，就有可能會改變員工在工作上的

思考模式，並且在工作上產生快樂且具有玩興氣氛的工作方式(Schwarz & 

Bohner, 1996)，Csikszentmihalyi(1991)亦指出當員工的快樂達到高峰時，會

對其原創性以及內在動機產生正向影響，因此當主管的正向心情感染到員

工時，員工會因正向心情感受，而願意投入工作，進而產生創新行為。因

此主管的正向心情感染會透過敬業貢獻度對員工創新行為產生正向影響。 

其次，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負向心情感染會顯著的降低員工敬

業貢獻度。根據 Russell 與 Carroll(1999)的研究可知，活力與耗竭分別處於

情緒穩定與神經質的狀態，而奉獻與情感疏離則是分別處於愉悅與生氣的

兩極上，因此當主管的負向心情表現感染給員工，而使員工處於負向的心

情狀態時，此時員工會因為負向的心情狀態而處於低活力與低奉獻的狀

態，因此會使得敬業貢獻度降低。此外，Amabile 等學者(2005)的研究也指

出，當員工對其工作抱持愈正向的態度時，愈有可能在工作上展現創新行

為，而 Csikszentmihalyi(1991)在心流(flow)的研究當中也發現當員工獲得的

快樂達到高峰時，也會對其原創性與內在動機產生正向影響，而這也成為

了員工展現創新行為之必要條件(Anderson, De Dreu, & Nijstad, 2004)。因此

當負向的心情感染發生時，員工處於負向的心情狀態時，敬業貢獻度的降

低會對工作的投入與熱情造成負面的影響，進而阻礙創新行為的產生。 

最後，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負向心情感染會對員工的工作倦怠

造成顯著影響。此研究結果如同 Miller 等人(1995)的研究發現，當負向的心

情感染發生時，人們會有情緒耗竭的傾向產生，並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會有

對工作不滿意的感覺並且無法對自己的工作做出承諾，而且由情感事件理

論可以得知，當負向的情感事件發生時，會對個人的態度與行為造成影響，

因此當主管有負向的心情表現時，則員工可能會因為負向的心情感受而會

產生工作倦怠。此外，Cordes 與 Doughtery(1993)的研究也發現，當員工擁

有高負向情感時，會比擁有低負向情感的員工容易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壓

力，如角色模糊以及角色衝突，因此負向的心情感受會產生情緒耗竭。 

 

5.2 管理意涵 

當主管擁有高情緒智力時，則有高度管理自身情緒的能力，並且能夠

快速的調整心理的不良狀態而表現出正向心情狀態，此時員工也會感受到

主管的心情表現，而有正向心情感受產生。Geroge(2000)也指出，主管自身

的情緒管理是影響團隊成敗的重要因素，因此主管必頇適時的調節自己的

情緒，避免讓員工感受到負面心情而產生工作倦怠。主管也必頇具備有效

的調節與管理工作團隊情感氛圍的能力，使員工處於良好的團隊氛圍下將

有助於順利的完成工作任務。此外，企業也可開設情緒管理相關課程供主

管與員工進修。 

其次，George 與 Zhou(2007)指出支持性的工作情境下，正向心情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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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投入工作，並展現出更多的創新行為。因此，管理者可透過工作再設

計讓員工感受到的情緒與心理壓力降到最低，並鼓勵員工投資自己以培養

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更加有競爭力(May, Gilson, & Harter, 2004)。Hewitt 

associates(2004)所提出的員工敬業貢獻度模式指出了六個驅動因子能夠有

效的提升敬業貢獻度，分別為：(1)同事相處(People)：協助員工與主管、同

事與顧客保有良好關係;(2)發展機會(Opportunities)：提供完善發展與訓練以

及晉升的機會;(3)工作與價值(Work\Values)：提供員工足夠的工作資源來完

成工作任務，並充分與員工溝通公司策略與目標，使其了解自己在組織中

的價值並提高內在動機;(4)工作流程(Processes and Procedures)：改善工作流

程及人力資源政策，如績效管理制度;(5)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協助員

工工作與生活上的平衡，並主動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 ; (6)獎酬 (Total 

Rewards)：除薪資福利外，另外提供財務與非財務上的獎勵，讓員工有受肯

定的感覺。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負向心情感染會造成員工工作倦怠產生，

但卻不會對創新行為造成影響，這可能是廣告設計是以創新為導向的工作

模式，即使感受到工作倦怠仍然必頇持續不斷發揮創新行為來設計廣告。

但工作倦怠會使員工的心情資源逐漸耗盡(Cordes & Doughtery, 1993)，會對

員工的創新能力造成不良影響。因此 Sy, Côté與 Saavedra (2005)指出可以透

過壓力管理、工作設計、有效溝通以及團隊運作等方式來提供員工工作資

源，藉此降低工作倦怠。 

 

5.3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仍存在某些限制與建議，本研究採主管與員工配對樣本來降低

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並將主管與員工問卷的變項

視為單一因素來進行 CFA 以診斷 CMV 的問題，單因子模式之卡方自由度

比以及適配度指標皆比多因子模式來的差，顯示 CMV 的問題對本研究的結

果影響並不大。其次，本研究採國外學者所發展衡量工具，雖經學術界與

實務界專家審閱，但仍因翻譯產生偏差。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採倒譯法進行

問卷之翻譯：將原文翻譯成中文後，再請專家根據中文翻譯成原文，進行

比對並以此根據差異修正，直到語意皆正確無誤為止 (Chen & 

Francessco,2003)。最後，本研究乃採取一位主管與一至三位員工配對的方

式發放問卷，因此有樣本非獨立性問題產生，但 Kenny 等學者(2002)提到，

從不同群體中所蒐集到的資料通常是不獨立的，而此非獨立性則代表了發

生在小團體當中所獨有的社會交互影響的成份，因此必頇要對這些非樣本

獨立性做出一些容忍。 

最後，本研究探討主管對員工心情感染，因此未來應該要探討不同方

向的傳染途徑(Sy, Côté, & Saavedra, 2005)。此外，組織大多藉由工作團隊完

成任務，且 Dreu(2006)更指出團隊創新行為是現今趨勢，因此未來研究應

探討團隊成員間不同心情狀態是否能互補，進而提升團隊創新行為(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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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 2007)。而本研究結果雖發現負向心情感染會降低敬業貢獻度，並

對創新行為造成負面影響。但當員工感受到不滿時會造成負向心情而促使

員工有高創造力的表現(Filipowicz, 2006)，George 與 Zhou(2007)也指出，員

工處於負向心情時容易感受危機及發現問題，促使創新行為的發揮來解決

問題。因此，應進一步探討特定情境之下，負向心情感染有可能對創新行

為造成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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